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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自中期以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对外西夏、契

丹一直窥视，对内百姓困苦，中央财用不足，其中最突出的是

“三冗”问题。所谓“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

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为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

学家，当时的朝廷重臣。二人私交甚笃，一度是志趣相投而又

相互倾慕的好朋友。面对北宋财政困难，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感

到非改革不可，两人都曾上书要求改革。王安石在就任三司度

支判官时，曾向皇帝谏言。他认为当时“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

而风俗日以衰坏”，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不知法度”、

“多不合先王之政”，因而力主“改易革新”。比王安石大两岁的

司马光其后于嘉祐六年（公元 1061年）给仁宗皇帝上“三言”、
“五规”中，也主张革除弊政，富国强兵。在他们各自的变革中，

两人都把“理财”看做是巩固宋王朝的关键。司马光曾疾呼“当

今之政务，汲汲于富国安民”，要求帝王“于天下钱谷常留圣

心”。王安石也认为，当时“公私常以困穷为患”，就是因为“理

财未得其道”。纵观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除了三舍、保甲等，其

他措施都具有理财性质。

但是，他们二人在理财的具体指导思想、方法与目标等方

面，却存在严重的分歧，最终造成二人针锋相对。二人在理财

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财”之旨不同

所谓理财之旨，是指理财的目的。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理财

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司马光更加注

重兼顾统治王朝与百姓的利益，主张“藏富于民”；而王安石则

把统治王朝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司马光信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理论，认为国富必须

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所以他把理财的目标定位为首先要“富

民”。他曾说“古之王者，藏之于民。降而不能，乃藏于仓廪府

库。故上不足则取之于下，下不足则资之于上。此上下所以相

保也”，所以他特别反对以牺牲百姓利益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的做法。

王安石理财的目标直接定位为“富国”，试图通过各种方

法来解决中央的财政危机，以达到中央财用充裕的目的。他曾

认为“富其家者资之国”，“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富要

依靠国富，国富后才会福泽百姓。有时，他甚至会为了实现“富

国”的目标而置百姓苦难于不顾。

通过以上可见，司马光的理财观偏向于“民重国轻”，具有

减轻百姓负担的民本主义色彩。这种理财观虽然能得到百姓

的拥护，但是却满足不了统治者解决财政危机的迫切需求。这

也是宋神宗不采纳司马光建议的原因之一。而王安石的理财

观偏向于“国重民轻”，具有为了满足君主或者国家需要而急

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理财观虽然能在短时间内缓解

统治者的财政危机，但是得不到百姓拥护。

二、“生财”之道不同

“生财”是“理财”的基础。对于宋王朝来说，当时有两种

“生财”之道：一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涵养和培植社会财富；

二是通过增加税收项目来增加财政收入。

司马光的生财之道偏向第一种。他强调经济增长主要依

靠农、工、商各业的积极生产，主张通过发展各业来增加社会

财富，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早在仁宗末年，他就提出当务之急

在于“务农通商，以蕃息财务”。他还重视在“养”的前提下去

“取”，“生生之资，固人所不能无”，提出“养其本原而徐取之”，

以此鼓励各业发展。他认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

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

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

矣”，如此“生财”则财用不匮。在司马光看来，如果“农工商贾

皆乐其业而安其富，则国家何愁不获乎？”反之，如果只顾眼前

利益，竭泽而渔，就会“拾麻麦而丧丘山”，因小而失大。

王安石也知道富国应该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欲富

天下则资之天地”，即要使社会财富增加，应向大自然索取。他

把生财的重心放在第二种上，以经济制裁、法律手段等“生财”

之道加强中央对生产、流通、赋税的控制，通过对社会财富的

再分配来增加财政收入。他的均输法就不是通过发展生产而

是通过商品流通领域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至于青苗、募役

等法令本意是为了发展生产，但实际执行中并不是“薄息贷

款”，也不是“公家无所其入”，而是一种封建国家经营的高利

司马光与王安石理财思想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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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自中期以后，宋王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司马光与王安石都认为非改革不可。在

他们各自的变革中，两人都把“理财”看做是巩固宋王朝的关键。但是，他们的“理财”之旨、“生财”之道、“用财”之度、“理财”

之义、“管财”之法、取“才”之术都不同，最终造成二人针锋相对。

【关键词】司马光 王安石 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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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从中可以获得很大的财政利益。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在对待财富上是用静态的眼

光，运用朴素的国民财富总体概念来分析财富的分配，注重发

展生产。这种做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比较稳妥的生

财法。王安石则是以动态的眼光，把社会财富部分地转移到了

国家手中，迅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虽然这种生财法遭到了当

时许多人的反对，但是现在看来，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在

战争年代或者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需要迅速增加财政收

入，又或者如果转移到国家手中的收入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

而不是维持统治者的奢侈消费，这种方法不失为一个好的方

法。但是如果政府竭泽而渔，使人民的负担过重，就会加剧社

会矛盾，使得国富不能长久。

三、“用财”之度不同

“用财”即对已有财产进行合理的配置，是“理财”的精髓。

司马光认为造成北宋入不敷出的罪魁祸首是开支过大，

用财无度，主要反映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

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所以他主张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多

求不如省费”、“减损浮冗而省用之”。面对当时从帝王到大臣

的奢侈之风，他强调要从统治阶级自身做起，压缩宫内开支，

减少赏赐等。司马光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个人生活非常朴素。

与此相反，王安石则认为当今国用不足，并不在于官职冗滥、

俸禄太厚、赏赐太过，不主张节省开支，曾说过“臣虽愚，固知

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而财政困难在于“理财未得其道”，

如果“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则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两人曾于熙宁元年，在延和殿上当着宋神宗的面，就是否

应该在皇帝郊祀时取消赏赐大臣的金帛当庭论战。司马光认

为“方今国用不足，灾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

两府辞赏为便”，主张“节用”。而王安石则认为免去对大臣的

赏赐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赤字问题，反而有伤朝廷的体面。

在当时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社会生产是简

单再生产，社会财富增长比较缓慢，司马光主张的采取减少浮

费、节省开支的“节流”思想，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但如果

王安石主张的“开支”不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私欲而是用于兴

修水利、救济灾困、发展生产的话，也是有益的。

四、“理财”之义不同

司马光与王安石都主张以义理财。

司马光的以“义”理财基本上继承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的传统义利观，主张“贵义贱利”，曾说过“彼诚君子

耶，则固不能言利”。在司马光的骨子里是看不起“利”的，有以

“义”制“利”的倾向。但是他也不否定“利”的积极作用，曾把

“利”作为统治百姓的一种手段，“君子所尚者义也，小人所徇

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司马光对于利与义

的关系认识得也比较清楚，其在《易说·乾》中精辟地论证了义

利之间的辩证关系。

王安石虽然也提倡以“义”理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

义”。但是他所指的“义”并不是儒家思想的“义”。他认为只要

是为国家追求的“利”就是“义”。实际上，王安石的“义，固所以

为利也”，“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等思想都反映出

他的“义”与“利”是一致的。王安石之所以给“利”披上一件

“义”的外衣，是因为在当时儒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为了抵抗

司马光等儒家学派的攻击，他不得不说“为天下理财，不为征

利”。王安石的义利观是典型的偏重功利的义利统一论。

司马光的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阻碍

商品经济发展的；而王安石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儒学

思想具有很大的进步。

五、“管财”之法不同

司马光与王安石在财政管理上的意见也发生了分歧。

司马光主张从财政管理方面彻底整顿现有的机构。鉴于

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无权过问由太府寺主管的供应宫

廷生活的内藏库和奉宸库，皇帝和后宫可以自由支配、挥霍财

政收入，而兵、礼、工各部官员也可以随意开支。这种财政开支

失控的局面，导致“互相侵夺，又人人得取用之”。所以，司马光

提出财政统一管理的思想，要求“财有专主”，即对全国的财政

收支进行统一核算，曾建议设立“总计使”来协助宰相工作，

“置总计使之官，使宰相领之”，而“凡天下之金帛钱谷，隶于三

司及不隶三司，如内藏库、奉宸库之类，总计使者皆统之”。这

种财政统一管理的思想有助于解决当时财政多头管理、支出

混乱的问题。在统一管理的思想下，司马光又提出分级管理，

事分巨细，“小事则官长专达，大事则谋于总计使而行之”，改

变了过去“三司鞭一胥吏，开封府补一厢镇之类往往皆须奏

闻”的做法。对于每个分管部门，要求他们年终统一呈报收入

和支出的情况，如果支出多于收入，就要“察其所以然之理”。

司马光的观点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与财政权相分离，是非常

有价值的思想。

王安石也很重视财务行政机构的改革。他看到当时的理

财机构“三司使”存在很多弊端，如财政官员“拘于弊法，内外

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辅”，各路上交中央的财政收入，“岁有

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难以备供，

而不敢不足”，并且宰相枢密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造成兵、

财、民三权相脱节。所以，在他变法之初，就提出另设“制置三

司条例司”，企图突破旧三司的局限，把各项权利统一起来。虽

然制置三司条例司存在的时期制定了一些好的措施，但是新

设“条例司”的政策使过去的“三司使”只管赋税常贡，而茶、

盐、市场、免役等收入归户部管理。这样的财政管理方式，不仅

使财政管理不统一，而且也导致行政权和财政权不分离。

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对理财机构的改革方式不同，但是

二人都意识到了一个高效运转的管理机构在理财中的重要

性。这也提醒后人，要注意理财机构的合理设置。

六、取“才”之术不同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很重视理财人员的选拔。司马光认为，

财政状况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制度的人，“苟得其

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在

他看来，北宋财政匮乏与朝廷所任官吏偷安苟且，不懂理财有

很大关系。“财用之所以匮之者，由朝廷不择专晓钱谷之人为

之故也”，“有以薄书为烦而不省，有以钱谷为鄙而不问”，导致

“今日之广大安宁，财用宜有余而不足”。因此，他主张挑选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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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会计要素的不同

划分

中国在 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明确确立了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大会计要素，并在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继续坚持这一划分。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 1985年 12月发表

的第 6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将会计要素划分为资产、负
债、权益或净资产、业主投资、派给业主款、综合收益、营业收

入、费用、利得和损失共十大类。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IASC）在 1989年发布的《关

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将会计要素划分为资产、

负债、产权（或权益）、收益（包括收入和利得）、费用（包括损

失）五大类。

二、中国与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划分会计要素的

比较分析

1. 中、美划分会计要素的比较分析。中、美划分会计要素
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将会计要素分为静态会计要素与动态

会计要素。中、美会计要素划分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美国将

影响权益要素的两项重要内容———业主投资、派给业主款作

为两个独立的会计要素；二是美国将影响总收益（亦称“综合

会计要素设置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林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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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要素具体设置不尽相同，但是在会计的总体对象、会计要素划分思路、

主要会计要素的内容上是一致的。会计要素的设置应考虑会计对象和不同会计环境下的会计目标，遵循穷尽性、互斥性和

适当性原则。

【关键词】会计要素 国际比较 启示

财务的专门人才管理财政。王安石也很重视人才的使用，他曾

谈到“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必

须先要解决“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的问题。他们的这种认识

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他们选拔人才的标准不同。司马光重“德”，讲究“以

德贤为本”。他曾说过：“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

其次政事，其次艺能”，也就是说他所用之人，最好是德才兼备

的全才。司马光认为人的“德”与“才”的关系是“才者，德之贤

也；德者，才之帅也”。而王安石口头上讲用人要从长计议、任

人唯贤，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认为“若有

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但是他在行动上却过于急

功近利、排斥异己、滥用亲信，过多重视用人的“信念”（即是否

支持变法）和“才”（即是否有治理国家事务的能力），而忽视了

人的“德”行。为了推行新法，他坚持宁用普通人也不用反对他

的人。纵观历史，可以看到王安石身边的支持者、参与者、助

手、学生、继承者，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

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

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最后，连王安石自己也感

到用人不当。

很明显，司马光在人才选拔上与王安石相比略胜一筹。但

是我们要注意司马光所指的“德”，属于封建道德规范，如果我

们能赋予这种“德”以新内容（即对人民办事忠诚、公事公办、

作风正派等），他的人才观无疑对我国财政领域乃至各行各业

的人才选拔都具有指导意义。

七、结论

司马光和王安石作为北宋的一代名臣，在处理北宋政治

经济危机时，由于意见相左而成为水火不容的政敌。站在历史

的高度审视二人不同的理财观，可以说是“皆有所是，亦皆有

所非”，真是各有千秋啊！如果当时的君主宋神宗能根据当时

的实际情况，在二者之间取长补短、各扬其长，又或者他俩能

相互协调，而不是“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北宋的财

政危机或许能得到好的解决。

虽然历史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今天，我们在借鉴他们的理

财思想时，不应再重犯历史的错，而应该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选

择性地借鉴他们的理财思想。

【注】本文系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野司马光叶传
家集曳整理及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20093020冤尧运城学院河东文化
研究项目野司马光理财思想冶渊项目编号院HD0803冤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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